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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比较分析 

                    张季风 

 

    90年代初期，因为“民工潮”的出现，农业剩余劳动力曾成为众人瞩目的热门话题。近年
来，鉴于城市下岗、失业问题比较突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问题似乎已被人们淡忘。事实上，
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至少10倍于城市失业者。农村潜在失业问题要比城市失业问
题严峻得多，解决难度更大，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拟通过对中日两国的比较研究，以期对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有所借鉴。 

   日本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早已完成，而中国正在进行中。因而，对现阶段两国的状况
进行比较，并无太大意义。只有在两国相近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相近的产业结构条件下，比较才有
意义。为此，本文拟将明治中期（19世纪90年代）至二次战后初期的日本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作
为比较对象。其理由在于在这两个不同时期里： ① 两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均从7成降至5成； ② 

两国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率（农业剩余劳动力数/农业劳动力总数）比较接近，均为30%左右 
[1] 。上述两种数据比较接近，为我们确立了进行比较的基本前提。以下拟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
移的规模、转移的空间、转移的业种、转移的形式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转移的规模 

 

    战前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总体来说比较缓慢，真正的快速转移是在战后高速增
长时期。明治中期以来日本农业从业人员基本稳定在1500万左右。这一数字同农家550万户、耕
地面积500万公顷合称为战前日本农业经济三大不变数字。战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每
年约为40万左右。这一数字大致相当于农村劳动力的自然增加部分 [2] 。综观战前日本的特点，
可以看出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从70%以上降至50%左右），但绝对数并没有变化，农家
户数也没有减少。农村劳动力自然增加部分的恒定流出保证了农业从业人员总量的稳定，从而也
就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这种现象的长期存续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结构处于一种均衡状
态。 

    与日本相比，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很难把握。改革开放以后的转移规模应从农村
内部转移和向城市转移两方面考虑。农村内部转移即“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创办乡镇企业是其
主要形式。为了统计方便，本文仅将在乡镇企业就业者算作农村内部转移人员。1998年，乡镇企
业从业人员为1亿2536万 [3] ，减去1978年当时的2830万，这意味着79-98年20年间，农业劳动力
在农村内部转移了近1亿人。平均转移规模每年500万左右。80年代末以来，向城市转移，“既离
土又离乡”的转移方式逐渐变为主流。据有关部门估算，90年代以来，各地农村进城务工经商的
民工每年都在5000-7000万之间。但这种大迁移，仍以“候鸟式”的迁移为主，真正在城市定居
下来的却很少。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制度（如户籍、用工制度）上的原因，我国农业劳动力几乎没有得到转
移。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极为缓慢，而且，绝对数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劳动



力的比重下降速度很快，但由于基数巨大，直到80年代末期，绝对数仍处于上升状态。进入90年
代以后才基本稳定在3亿3000万人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我国约有近2亿农业劳动力（含
常年外出打工人员）转向非农产业，平均每年可达700-900万，其转移规模和速度可谓世界之
最。但这种转移并非恒定流出，波动很大。从农村内部转移来看，79-88年期间，乡镇企业年平
均吸收678万人，而89-90年，年平均仅吸收80万人，96-98年期间反而净减1000万人；从面向城
市的异地转移来看，在整个80年代还并不十分显眼，而在90年代初，则突然形成了年平均5000-
7000万人的民工潮，据称在97-99年期间又减少了2000万人 [4] 。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是对我
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隔离制度（户籍制度）的一种反动。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结
构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 

 

    二、转移的空间 

 

    日本在明治初期就解除了对国民自由迁徙的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最初就基本从农村转移到
城市，1920年以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这可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得到证实。仅从10万人以上
大城市人口的集中状况来看，1898-1920年期间从350万人增加到675万人，22年间增加了325万，
年平均增加14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7%上升到12.0%，仅提高4个百分点。而1920-35年期间，
从675万人增加到1752万人，15年间增加了1000多万，年平均增加约73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12.0%上升到25.3%，提高了13个百分点 [5] 。很显然，如此巨大的增幅，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增
长，即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 

    与日本不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多年，走的是一条抑制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道路。在严
格的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下，农业劳动力根本无法向城市转移。改革开放初期，虽然人民公
社解体，但户籍制度仍起作用，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仍受到各种限制。在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的转
移以农村内部转移为主。据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的抽样调查，1986年，在农村当地非农产业就业的
劳动力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61.6%，外出打工者占38.4%。而在外出打工人员中，农村间
的转移占48.8%。将两种转移形态进行综合计算，可知在农村内部转移比重高达80%以上 [6] 。进
入90年代以后，形势为之一变。外出打工人员骤然增加，面向城市的异地转移上升为主流。1993
年，被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仅占当年转移总数的5-6%，而外出打工人员达到95%左右，其中80%
左右流入城市 [7] 。从转移的方向来看，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流入经济发展
较快的东部地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由于乡镇企业资
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劳动力吸收能力减弱，使大批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当地就业无门；第二，城乡
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加大，使农民外出谋生的欲望增强；第三，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化，户
籍、粮食、用工等制度大大放宽，使农民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经商变为可能。 

    应当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城乡隔离政策的实施，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前的30年，
城市化率仅从13%提高到18%，1998年现在也只有30%，大致相当于日本的昭和初期水平。改革开
放初期的“离土不离乡”模式，提高了农村工业化水平，但对城市化的贡献并不很大。进入90年
代以后，农民开始冲破制度上的藩篱，从农村流向城市（含小城镇），实实在在地推动着我国城
市化的进程。 

 

    三、转移的业种 

 

    战前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除了一部分进入近代工矿企业就业之外，还有相当部分为城市的
“杂业层”所吸收。所谓杂业层是由日本学者隅谷三喜男教授导入的概念，指近代产业部门以外
的小工业、家庭工业工人、小商小贩、个体经营者、土建、人力车夫、短工和保姆等劳动力市场
的最底层。据中村隆英先生的推计，1909年，日本有从业人员2542万人，其中农林从业人员1603
万，近代雇佣人员164万，而相当于杂业层的“传统部门非农林雇佣人员”竟高达776万人 [8] 。
此外，并木正吉先生利用1920年以后的人口统计资料得出如下结论：农业从业人员1400万左右，
基本没发生变化。每年自然增长部分被恒定排出，其大部分被杂业层所吸收 [9] 。长期以来，杂



业层取代农村成为战前日本过剩人口的蓄水池，在劳动力市场中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 

    从中国的情况看，在80年代后期之前，乡镇企业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吸收载体，转移
的业种主要是农村工业和建筑业。78-86年期间以上两个业种的比例始终保持在60%以上。进入90
年代以后，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城市。随着转移空间的变化，转移的业种也从农村工业
和建筑业为中心的结构向多样化发展。特别是流入城市的民工所从事的业种也同战前日本一样集
中于城里人不愿问津的3K杂业。据调查，1993年，流入上海的170万外地民工的94%，1994年流入
北京的288万外地民工的98%被杂业层所吸收 [10]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如有名的重庆
“棒棒军”和“泰山挑夫”几乎百分之百来自于农村。在笔者本人进行实地调查的吉林省伊通
县，1995年流入县城的1600人当中，人力车夫为800多人，约占1/2，剩下的一半也基本从事小商
小贩或就劳于餐饮服务业。 

   杂业层的膨胀是后进国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一般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在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
状态下，近代产业的发展不充分，正式部门的就业机会相对不足而引发的。而中国除了近代部门
产业基础狭窄外，还有制度上的原因。城市近代部门主体的国有企业长期不景气，不纳反吐，根
本没有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余地。另外，流入城市的民工素质相对较低，在与城市失业者竞争中处
于劣势，进入杂业层相对比较容易。这些人除了少数通过买户口等方式在城市定居外，绝大多数
人仍常年往返于城乡之间，漂游不定。也就是说与日本不同，中国的“杂业层”也处于不稳定状
态。 

 

四、转移的形式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可分为“完全离农型”和 “兼业型”两种。战前日本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举家离村的形式并不多见，主要是家庭个别成员的流出。因耕地有限，一般
来说，长子继承家业，次子、三子转移出去。虽然在不同时期，外出“打工女”及“职工农家”
等兼业现象也比较突出，但从长期来看，无论经济景气与否，每年30-40万自然增长部分的恒定
流出构成了战前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流。 

    与战前日本相比，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兼业型为主。据统计，在外出打工人员中，
季节性打工人员约占8成左右，远远超过常年性打工人员。季节性打工人员的特点在于农闲时外
出务工经商，农忙时返乡务农。上述数据说明大多数打工者并没有完全离农。不仅打工人员多数
处于兼业状态，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也大多处于兼业状态。据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在无
锡、界首、南海及上饶四县的抽样调查和笔者在伊通县实地调查的结果表明，上述5县乡镇企业
的从业人员中兼营农业者约占60-90%。另外，还应当看到，不兼营农业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绝
非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离农者”。因为他们仍是农村集体的合法成员，仍占有集体所有的一份土
地。一旦乡镇企业不景气或倒闭，他们随时都可能返回土地。很显然他们占有这块土地起着社会
保障作用，这一点与战后日本的情况很类似。 

战前日本的这种次子、三子恒定流出，一旦转移出去，基本不再返回农村，属于“完全离农
型”转移，对城市化的贡献率较大。整个转移过程几乎不引起社会动荡。而中国改革开发初期的
“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型转移对城市化的贡献率甚小；90年代以后的外出打工兼业型转移对城市
化的贡献率也不大。而且，不可否认，这种不稳定的转移也确实对本来就很薄弱的城市基础设施
造成一定压力，同时也使控制社会治安的难度加大。 

 

结语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政府人为
的超经济干预色彩较强。换言之，长期以来，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难以
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战前日本根据市场规律，营造自由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农业劳动力稳定



地流入城市，不仅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也保持了社会的安定。这些经验颇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应当看到，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几个新的特点。其一，90
年代之前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绝对数却在不断上升，而90年代以来，绝对数也开
始趋于稳定并呈微弱的下降趋势；其二，转移的空间开始转向城市、转移的业种转向杂业。农业
劳动力绝对数的下降，意味着过去的“欠债”已得到一定偿还；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标志
着通过推进城市化来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到来。政府应因势利导，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步伐，疏通渠道，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稳定转移营造政策环境和空间。现阶段，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及劳动密集型的城市第三产业，将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实选择。此外，在第一产业内部
仍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通过西部大开发，治理生态环境，治沙造林也将是
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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